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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1975年5月，韩国渔民在全罗道新安郡会岛防筑里前海捕鱼作业时，打捞出37件陶瓷器，这一发现引起了韩国政府
及民间学者的关注。从1976年到1984年的九年间，韩国政府组织了“新安海底遗物发掘调查团”对该海域进行了十次发
掘探查，打捞出一艘沉船残骸及大量遗物。围绕该沉船，韩国学者通过大量的调查考证，公布了有关沉船及其遗物的详
细资料; [1] 日本学界对沉船表现出了相当浓厚的兴趣，尤其是对沉船中发现的大量木简和陶瓷器，作了颇为深入细致
的研究。我国学者也曾积极参与沉船问题的讨论，但是，研究焦点基本集中在沉船中发现的陶瓷器上，对沉船的国籍、
港口、航路等问题没有作深入细致的分析考察，可是，所得出的“新安沉船是十四世纪二、三十年代在东亚及东南亚巡
回贸易的中国商船”的结论却几乎成为定说。 

    我们认为，新安沉船的发现不仅可以证实中日文献中的有关记载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，对元
代东亚贸易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。可是，如果沉船的国籍、港口、航路等基本问题不搞清楚，其史料价值就无
法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利用，而我国学界有关于此的上述定说又存在着很大的问题，因此，我们认为有必要在中日韩三国
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厘清新安沉船的上述问题，这也是我们在沉船发现二十多年后，仍然把它作为问题进行讨论的
理由。 
 

一 、沉船的国籍  
 

    关于商船的所属国籍，在1977年11月于韩国汉城举行的“新安海底文物国际学术大会”上，中日韩三国学者一度达
成共识，即认为这是艘中国商船，主要依据有三：（1）沉船为中国所造，现已基本明确制造地是在中国泉州；（2）装
载货物的木箱上出现了中国人的名字；（3）船上有中国制造的炊事器具及铜锣等物。[2] 

    然而，随着1978以后历次发掘的陆续进行，韩、日两国学者开始对上述结论产生怀疑，并最终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
结论：这是艘日本商船。主要根据为1983年在沉船中发现的364枚被判定为货物标签的木简，其中，有49枚木简墨书
“东福寺”、“钓寂庵”、“筥崎宫”等日本寺社名，有47枚木简墨书“まこ三郎”、“とう二郎”、“衛門次郎”、
“本とう二郎”、“いや二郎”、“又三郎”等日本人名，还有109枚木简上写有“纲司”字样，而“纲司”以及出现
在木简中的“足”、“奉加钱”等字，显然又是日本汉字的用法，这就证明了船主和货主的日本身分。此外，沉船中还
发现了13种32件日本制品，包括漆器、铜镜、刀等日本传统出口中国的商品，以及古濑户瓶、象棋、木屐等疑为船上人
员的日用品。如果说这是艘中国商船，船上这些日本制品的出现难以解释。 

    对于韩日两国学者的意见，中国学者似乎并未接受。比如陈擎光先生就否定了新安沉船是日本商船的三个理由，
[3]他认为，东福寺也有可能是高丽的寺院，留名木简的日本人可能是日本在高丽的侨民，而船中日本制品的出现恰恰
说明这艘船的目的地不是日本，因为将这些东西从遥远的中国重新运回日本不合情理。在陈先生之后，笔者尚未发现有
中国学者就沉船的国籍问题展开过讨论，“中国船籍说”似乎已经成为中国学界的定说。例如，高荣盛先生在《元代海
外贸易研究》一书中就提到，新安沉船是元朝驶往日本的商船。[4] 

    可是，我们以为，新安沉船是中国商船的理由并不充分。 

    首先，商船的产地不能作为判断商船所属国籍的绝对标准，日本商人完全可以通过购买或租赁的方式获得优质的中
国商船，事实上，当时日本尚未完全具备制造远洋船的能力，来华的大型日本商船基本出自高丽或中国。 

    其次，根据木箱上的中国人名判断沉船国籍的做法也不够科学，既然木箱中装载的是中国货物，箱上的名字就有可
能是供应商的名字，况且，当时来华贸易的日本商人中有不少是居留在博多“唐人坊”的宋商后裔，他们拥有中国名字
是完全可能的。 

    至于日籍船上有中国式的锅勺等炊事器具及铜锣等物，也不难解释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船上有中国血统的人，根据为
船上发现的具有中国人特征的人骨。所谓中国血统的人，此处包括两种情况，一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，二是有中国血统
的日本人。元代，有颇多的中国僧人搭乘商船赴日，仅见于史籍的就不少于13人。[5]此外，还有“好游”之邓克顺者
“泛海东至于日本”。[6]另外，在元朝第二次伐日战役（1281年）中被日本人俘获而成为奴隶的南宋士兵中，一定有
不少精通航海技术的水手，他们被利用为远洋商船卖力的可能性也极大。至于有中国血统的日本人，主要是指宋人的后
裔，他们或是商人、或是水手、或是翻译。既然如此，船上出现中国式炊具也就不足为奇了。 



    我们认为，沉船应该是一艘日本商船。除了韩日学者举出的上述理由，一个很重要的根据是，在元日贸易的舞台
上，唱主角的始终是日本商人。笔者曾作过统计，往来于元日间、国籍明确的26次商船均为日本商船。中国船赴日的唯
一记录是至正十年（1350）三月，在中国生活了46年的入元日僧龙山德见因“临老怀归”，赴太仓准备搭船回国，因
“乡舟不至”，遂“雇倩小船一只，棹者施荣甫等十一人”[7]归国。可见，这唯一的一次赴日也不是为了经商。至于
陈擎光先生在文章中提出的三条反驳意见，我们认为：（1）虽然高丽也有存在东福寺的可能，但此处的东福寺应该是
在日本，因为它并不是孤立地出现的，而是与其末寺承天寺的塔头钓寂庵，以及位于今福冈的筥崎八幡宫同时出现在木
简的墨书中；（2）十四世纪前半期在高丽境内不可能有大量的日本人，首先我们没有在文献中发现当时日本人大批移
居高丽的任何记录，而且从时代背景看，元日两国交恶后，高丽对日本人防范甚严，后者没理由在那种条件下移居高
丽；（3）销售剩余的少量日本商品被带回国并不是超出常规的行为。 
 

二、商船的组织  
 

    在明确商船的所属国籍后，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，商船的所有人，或者说是派遣者到底是谁？对此，学界尚无定
论。 

    可以肯定的是，该船与东福寺有关。今天的东福寺位于京都市东山区本町，始建于公元1239年。沉船中一共发现了
41枚标有“东福寺公用”或“东福寺公物”的木简。此外，尚有5枚木简明确记有“钓寂庵”的字样。钓寂庵今已不
存，当时乃博多承天寺的塔头。而承天寺又是东福寺的末寺。这就说明了新安沉船与东福寺有密切的关系。以川添昭二
为代表的部分日本学者认为，这是京都东福寺为筹集重建寺院的资金而派遣的贸易船，理由如下： 

     第一，东福寺有派遣商船的必要性。元应元年（1319）、东福寺遭遇火灾，再建需要庞大的资金。按照当时的惯
例，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幕府资助和寺领收益。然而，当时幕府财政已陷入困境，无力资助寺院再建，寺领收益的大部分
也被武士地头扣留，很难筹集到所需资金。收益丰厚的海外贸易无疑是解决资金来源的最佳途径。 

     第二，东福寺有派遣商船的可能性。一方面，寺社造营船的派遣需要幕府的许可和保护。东福寺自建成后，一直
受到朝廷和幕府的厚爱，东福寺历代住持中，有不少得到北条得宗的归依，其中就包括在此次火灾后致力于东福寺重建
的高僧南山士云（1254－1335）。另一方面，位于九州西北沿海的东福寺寺领肥前国彼[木＋午]庄，是东福寺及北条一
门对外贸易的有力据点，东福寺末寺承天寺又兼有对外交涉机能。综合上述因素，东福寺具有派遣造营船的极为有利的
条件。[8] 

    以上推断应该说颇有道理，结合进入14世纪以后，幕府及寺社频繁派遣寺社造营船的背景，[9]新安沉船为东福寺
造营船的可能性似乎相当大。  

    然而，问题是，在发现的364个木简中，明确标有货主名的木简是271个，其中，出现“东福寺”字样的木简仅占
15%，即41个，标示铜钱总额为45贯。如果是东福寺为筹集资金而主动派遣的商船，木简数及铜钱数是否都太少了些？
与此相对，标有“纲司”的木简比例为41%，有109个，这就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纲司在这艘沉船中所处的位置。 

    在中国文献中，我们未发现“纲司” 一词的用例，应该是日本的独特用法。迄今为止，我们所知的“纲司”一词
最早出现在福冈市博多区出土的一枚黄釉牡丹文铁绘盘的底部，[10]此件黄釉盘是12世纪前半期的作品，由此可知“纲
司”在日本出现的最迟时间。至于日本文献中“纲司”一词的最早出现，龟井明德先生认为是在《中岩月和尚自历谱》
中，其中这样写到：“予十九岁，起圆觉到博多，欲出江南，纲司不许，上舶而归”，[11]说的是圆月和尚在文保二年
（1318）从镰仓圆觉寺赶至博多，欲搭乘商船赴中国，遭到了纲司的拒绝。在与沉船年代接近的《天龙寺造营记录》
（1341年）中，也记有∶“宋船两艘事，作为该寺营造经费而批准，应令纲司早作准备，以便明年秋日放洋。” [12]
日本《国史大辞典》对“纲司”一词的解释为“中国宋元时期的贸易船纲首。”  

    宋代，中国商船频繁进出日本，他们以博多为据点，率领商船在宋、高丽、日本三国间从事贸易活动。为了在异国
他乡获得领地、取得保护，他们往往归附朝廷或幕府的权门势家及大寺社，于是，纲首的贸易活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个人
行为，至少在形式上，贸易的主体成了他们所依附的寺社及权势之人。有学者称这种贸易形式为“权门贸易”。[13] 

    新安沉船中标有东福寺“公用”或“公物”与纲司“私”两类木简的出现，揭示了纲司所具有的双重身分∶既是受
东福寺派遣，为东福寺营利的“商使”，又是以自己的资金从事买卖，为自己谋利的私商。因此，新安沉船的实际船主
很可能就是归依东福寺或其末寺承天寺的纲司，东福寺只是名义上的派遣者和保护人。 
无论东福寺是实际的派遣主，还是名义上的派遣人，寺院参与海外贸易已是不争的事实，这也是后来寺院积极参与幕府
对外交涉及海外贸易活动的前奏和铺垫。 

    除了“东福寺”、“钓寂庵”和“纲司”，木简中还发现标有“筥崎宫”字样的木简3枚，标有普通日本人名的木
简47枚，标有僧侣名的木简29枚。这些机构和个人在新安沉船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？ 

    筥崎宫是指位于今福冈市东区箱崎的筥崎八幡宫神社。至今，它仍因奉有海神和商业神受到人们的参拜。发现的三
枚木简中，两枚正面写有“拾贯文教仙  劝进圣”、背面写有“筥崎奉加钱”，剩下的一枚正面写着“圣教仙（?）
皮”、背面写着“筥崎奉加拾贯”。劝进圣是指为建造及整修寺社和佛像，游说人们捐献财物之人，奉加钱则指奉献给
神佛的钱款。对此三枚木简所记的奉加钱，一种意见认为，可能是名为教仙的人为祈求航海安全、贸易成功而向筥崎宫
捐献的钱；[14]另一种意见认为，由于筥崎宫在延庆三年（1310）曾遭受过火灾，这是筥崎宫的神职人员教仙通过海外
贸易筹集整修筥崎宫的资金，筥崎宫是新安沉船的货主之一。[15]无论作何种推测，可以肯定的是，奉加钱的来源与海
外贸易有关。 

    记有明确为日本人名的木简有47个，根据当时的情况，他们应该是参与贸易的中小商人。至于参与的形式，或是出
资委托纲司交易，或是亲自随船来华贸易。 

    另有29个木简墨书着僧人的名字，这些僧人有两种情况，一是随船赴日的僧人，可能是元僧，也可能是回国日僧，



我们知道，元代两国间僧侣往来是甚为频繁的，而他们唯一能够搭载的交通工具就是商船；二是东福寺或承天寺的僧
人，为所属寺院采办货物、经营贸易。 
 

三、港口与航路  
 

     关于新安沉船的始发港，目前较为统一的意见是在庆元，也就是今天的宁波，根据为以下三条∶（1）沉船中出现
了印有“使司帅府公用”铭文的青瓷碟，此处的“使司帅府”当指大德七年（1303）由金华迁至庆元的“浙东道宣慰使
司都元帅府”；（2）宁波于1978年在宋元市舶库附近的东门口海运码头遗址中，出土了大批宋元时期的龙泉窑青瓷，
这批青瓷与新安沉船中打捞出的青瓷器有很多品种是一致的；（3）沉船中打捞出一件刻有“庆元路”铭文的铜制秤
锤。当然，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，前面提到的陈擎光先生就认为，使司帅府并非只在庆元，而仅凭一件铜权是无法认
定沉船始发庆元的，根据沉船中瓷器的合理产地及运输路线来看，沉船的始发港应该是福州。 

    陈先生的分析颇有道理，从元日贸易的实际情况来看，福州也是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之一，例如，天历元年
（1328）春，有日本商船泊福建长乐，[16]次年五月，有日本商船自福州返航。[17]可是，因此完全否定庆元港与沉船
的关系又太过武断。 

    我们的意见是，沉船曾停靠过福州，在装载了陶瓷等物后，又驶向了庆元。当时，福州隶属江浙行省，而江浙行省
专司海外贸易的唯一机构就是设在庆元的市舶提举司，沉船需要赴庆元办理一系列的出海手续，同时继续其交易行为。 

    关于新安沉船的预定航路，学界目前有四种观点：一种观点认为，沉船是以日本为目的地，途中停靠高丽的开城等
港从事小规模的贸易活动，根据为沉船中发现的三件高丽青瓷；第二种观点认为，沉船从庆元出发，横渡东海，经肥前
松浦郡值嘉岛（今平户岛及五岛列岛）抵博多，这条航线是中日商船往来的主要航线；第三种观点认为，沉船是一艘
“回游”性质的贸易船，即从庆元出发后，一路驶往高丽、日本、冲绳、菲律宾，最后回到庆元，根据为沉船中发现的
白瓷铁斑文瓷器在日本没有出土，在菲律宾却大量出现；最后一种观点认为，商船的目的地就是高丽。 

    上述四种观点中，支持第一种观点的人现在已不多见，因为这三件11-12世纪的古董青瓷器很可能是在中国就被装
上了船，作为根据的理由不够充分；第二种观点在韩日学界比较流行，他们对商船在高丽附近海域沉没的解释是∶商船
遭遇环流被冲到了现在的位置。在这条航路上，常有商船遭遇海流被吹到当时的耽罗，也就是今天的济州岛一带，例
如，日本嘉历元年（1326），从元返航的日本商船在高丽耽罗附近海域触礁，以相模国龟峰远上人为首的七十余人上岸
寻求柴水，遭岛上居民袭击。[18]第三种观点是中国学者的普遍认识。然而，我们无法在文献中找到中国商船在东亚巡
回贸易的记载，而日本商船当时尚不具备巡回贸易的能力，在明确商船为日本国籍以后，这一观点也难以成立；第四种
观点应者寥寥，因为他无法对船上出现大量与日本有关的物品作合理的解释。 

    我们认为，元日之间除了横渡东海的传统航路，还存在着另一条取道高丽的航线。[19]这条航路为：自庆元出发，
经定海过普陀山、蓬莱山（今大巨山）入白水洋（长江海口以南、钱塘海口大小洋山以北海面），过黄水洋（淮水入海
附近海面）后，横渡黑水洋（今江苏之东，山东半岛之南与东以及朝鲜半岛西一带黄海深洋）至夹界山（今小黑山
岛），经五屿（今大黑山岛西南五小岛）、黑山（今大黑山岛）、月屿（今前后曾岛）诸岛沿海岸线北行，至礼成江入
海口，沿途在高丽诸港进行贸易活动，最后再沿高丽西南海岸线南下，穿过高丽南端的济州海峡，东行至对马、壹岐，
抵博多。商船寄港高丽的理由无疑是出于贸易的需要。 

    由于新安沉船所在的位置恰好是在这条航路上，而且，沉船中发现的高丽制品不只是三件高丽青瓷，还包括断面六
角形的铜箸、铜匙、铜制投壶和高丽镜，因此我们认为，沉船在驶往日本之前，是在高丽进行过贸易活动的。 
 

    综上所述，新安沉船是十四世纪二、三十年代由庆元驶往博多的日本商船，途中曾在高丽进行过小规模的交易活
动，在离开高丽不久后遇难。 

本课题为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2年度重点课题研究成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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